
2026 年第 3 期
第 66 卷
（总 321 期）

No. 3 2026
Vol. 66 

General No. 321 

戏曲入别集与明清“小词”传世的文人取舍 *
陈 志 勇

摘 要：明清之际，大量文人参与戏曲创作，然其对于是否将戏曲视作文学作品、收录于个人别集，态度取

舍殊为不同。别集编刻刊行之际，编纂者往往在戏曲入集问题上心存犹疑，别集中普遍出现的戏曲“存目未

刻”现象，便是此种复杂心态的外化表征。除却刻书成本等客观因素，戏曲难以正式入集，本质受制于正统文

体层级观念、戏曲“小道末技”的固化认知以及曲学评价偏低的历史语境。考察戏曲入别集这一特殊文化现

象，有助于厘清明清文人戏曲思想，及其与外部文化生态、时代文学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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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戏曲受到文人的关注，他们走近戏曲，不仅顾曲自娱，而且斟律填词，成为剧本创作的重要

力量。那么，个人的戏曲作品如何行世？一般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单行本，每个剧本单独刊行。

二是汇刻成戏曲专集，学界称为戏曲别集①，如吴炳《粲花斋五种曲》。三是将戏曲作品刻入诗文别集中，

即戏曲入别集现象，这正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诗文别集多汇聚文人作家的诗词文赋，戏曲作

为后兴的文体，正统文学观念并不将戏曲作品看作文章，即如王国维所言：“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

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②不仅元曲不见载于“两朝史志

与《四库》集部”，明清戏曲亦被官学话语体系排斥在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正统文学观念和文体评判体

系，文人在编刻自己或亲友别集时如何取舍戏曲，为考察明清文人戏曲文体观念的演进提供了新视角。

一、明清戏曲入别集现象的通代考察

戏曲入别集作为一种收录、保存戏曲作品的做法，在文学别集的编纂史上是较晚出现的。嘉靖四十

五年（1566）冯惟敏手订的个人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卷 4收入 5套散曲和《玉殿传胪》《僧尼共犯》2部杂

剧③，是明代最早将戏曲编入别集的个案。杂剧虽居于词稿之末，但说明冯惟敏将戏曲（杂剧）与散曲（小

令、散套）同等看待，皆视为“曲”。冯惟敏的这种做法，或与明前中期杂剧作为“正统剧种”的特殊地位不

无关系，对后世戏曲入集具有导夫先路的示范意义。

* 收稿日期：2025—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戏曲选本叙录与珍稀版本集成研究”（23&ZD283）
作者简介：陈志勇，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①    吴敢《说戏曲别集》一文列举嘉靖间戏曲别集 6 种，晚明 37 种，明清之际 8 种，清代 119 种（《东南大学学报》2006
年第1期）；廖奔《中国戏曲史》列举了明清时期71种戏曲别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6—262页）。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③    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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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戏曲入别集最具影响力的是徐渭（1521—1593）的《四声猿》和汤显祖“临川四梦”入诗文集

的例子，诚如清人俞楷所言：“传奇虽小道，而传世最难。自《元人百种》外，如《临川四梦》、天池《四声

猿》，其最著矣。”①《四声猿》约作于万历七年（1579）或稍前，较早行世的版本有万历十六年（1588）所刻印

的单行本。徐渭去世七年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门人商维濬等合编《徐文长三集》（凡 29卷），全书

之末附刻《四声猿》杂剧。商维濬《刻徐文长集原本述》记载刻入徐剧的原委：袁宏道激赏《四声猿》称其

“才思奇爽，一种超轶不羁之致，几空千古”②，遂嘱咐商维濬务求照原貌刊印，“慎勿描画失真，为世大

痛”③。徐渭诗文集的另一版本系统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钟人杰重编《徐文长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

有藏，凡 30卷，末卷为“杂著”，目录之末有“四声猿附”字样，内封署“本衙重赀构样，择工精刊，翻行必

治，附《四声猿》”，正文也有四部杂剧，卷首有钟人杰撰《四声猿引》④。此外，天启年间董其昌序刻本《刻

徐文长先生秘集》（12卷）、张汝霖序刻本《徐文长逸稿》（20卷），皆未收录《四声猿》。与徐渭戏曲入别集

情况类似的是汤显祖诗文集。明末清初，坊间编辑刊刻多种汤氏诗文集，但仅有崇祯九年（1636）昆山沈

际飞将汤氏生平所作汇刻《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又名《玉茗堂选集》），末附《玉茗堂四种曲》8卷，每剧

前各拟《题词》一篇，介绍其人物、情节及价值。可见，尽管明万历年间，文人热衷杂剧、传奇的编撰，迎来

了戏曲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但将戏曲作品收入别集仍为少见。

天启、崇祯年间，戏曲入别集的情形渐多，如卓人月《蕊渊集、蟾台集》（合刻本）附刻传奇《花舫缘》，

王九思《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附刻杂剧《杜甫游春》及《中山狼》院本，茅维《茅洁溪集》附刻杂剧《春

明祖帐》《云壑寻盟》、林章《林初文诗文全集》刻入传奇《观灯记》《青虯记》，等等。这一现象正说明，由于

有了《徐文长三集》《徐文长文集》收入《四声猿》以及《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附刻《玉茗堂四种曲》的先

例，在诗文集之末附刻杂剧、传奇，渐渐成为文人保存自己戏曲作品的一种选择。在此时还出现“专题性

别集”收录戏曲的情况，如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将次女叶小纨的剧作《鸳鸯梦》收入《午梦堂集》（详

后）。又如，明代文人王应遴将杂剧《衍庄新调》和自己的诗集、乡约、奏疏一起编为《王应遴杂集》，并将

杂剧列于该集之首。

总体来看，戏曲入别集在明代还没有形成风气，戏曲生态的欣欣向荣态势，最终落实到文人的编刻

实践上，则是清前中期。具体而言，顺治朝有 3部，分别是叶承宗《泺涵》，徐士俊《雁楼集》，王鑨《大愚

集》；康熙朝有 10部，分别是丁耀亢《丁野鹤集》，廖燕《二十七松堂集》，黄周星《夏为堂别集》，尤侗《西堂

全集》，沈玉亮、吴陈琰《凤池集》，叶奕苞《锄经堂集》，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张韬《大云楼集》，宋琬《安

雅堂集》，赵进美《清止阁集》；乾隆朝有 6部，分别是永恩《诚正堂稿》，谢堃《春草堂集》，黄图珌《看山阁

全集》，钱维乔《钱竹初集》，龙燮《和苏集》，张晋《戒庵诗草》。这些诗文集所编入的戏曲，基本稳定地居

于各体文学之末。到了清末，戏曲的地位有所提升，脱离附录全集之末的位置，而成为全集的独立之一

种，如胡薇元（1850—1924）《壶庵五种曲》收杂剧3种，散套2种。这些戏曲、散曲作品，是胡氏全集《玉津

阁集》12种中的第6种，它们既是全集的组成部分，也可单独成卷，形成独特的书籍刊刻形态。

此外，清代具有纪念意义的专题性别集有时也会收录戏曲，如清初刻本《陈素素集》即将《秦楼月传

①    俞楷：《俞子第一书》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②③ 商维濬：《刻徐文长集原本述》，《徐文长三集》卷首，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第1b—2a，2a页。

④ 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藏本，目录和正文俱无“四声猿”任何信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正文首行增加了“门

人闵德美子美校订”，目录之末有“四声猿附续刻”字样，正文却无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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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刻入其中；清康熙年间顾宸编的《遗爱集》①收入演绎常熟县令于宗尧德政事迹的《虞山碑》与《岘山

碑》两部杂剧及祭文、诔辞、杂剧、散曲等多种作品以作纪念。凡此皆可表明，带有表彰、怀恋属性的戏

曲，更易被弱化文体偏见，收录于纪念性文集中。

要之，戏曲入别集呈现由微至著的渐进态势。明人编刻徐渭、汤显祖等戏曲名家别集之时，收录其

戏曲作品，形成“名家名作”的示范效应；受此影响，明末清初愈来愈多文人将戏曲纳入个人诗文别集。

至清末，戏曲入集已成普遍现象，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不再是“娱之即弃”的工具性文本（或技艺

性文本），而是能传之后世的文学遗产。

二、明清戏曲入别集的文人正面心态 
在明清时期为数众多的曲家群体中，有些人仅是基于某种因缘或感触走进戏曲世界，撰剧和娱曲的

时间很短，如明人黄惟楫创作《龙绡记》，三日乃成②。因此，我们所讨论的戏曲入别集的话题实际上基于

这样一个前提——戏曲在剧作家心目中具有较大的分量和文体认同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游戏笔墨”，

而是承载了其才情、思想与情感的重要活动。这时，文人将其纳入旨在传世的别集，寄托了“立言不朽”

的愿望。

《西堂全集》为作者尤侗亲手编次，初刻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集之末附刻 6种戏曲作品。在传

统文学话语体系观照下，对于在全集中收录戏曲，尤侗的取舍难谓有据，故他在《西堂文集自序》和《读离

骚自序》两次解释《读离骚》曾进御览，顺治帝“益读而善之”③，遂“命教坊内人装演供奉”④的特殊经历，以

构建《西堂全集》选入其戏曲作品的逻辑理据。当然，倚皇恩而自荣，只是原因之一。尤侗在“全集”中收

齐自己的曲作，还有更深层次动机是以曲传世、成不朽之业。他在《百末词》卷 6有段话透露出其流连

“小词”的微妙心态，一方面以“聊存一二，以志过焉”⑤来堵住世人对他流连院本杂曲的指摘，另一方面又

抬出明代著名曲家汤显祖、王九思，以他们有关戏曲创作的妙语来引证“立言不朽”的价值取向。

戏曲入别集在传世不朽的同时，往往寄寓编刻者深厚情感。更多情形是，文人全集的编纂大都由逝

者亲属、门生故友于身后编订刊刻，这种亲人之爱、师生之情或朋友之谊，无不含蕴着情感的怀念和延

续，让作者的文情与曲才得以永久流传，皆源自立言不朽之愿念。典型的例子是叶绍袁在崇祯年间编纂

《午梦堂集》时，将次女叶小纨的剧作《鸳鸯梦》收入其间。该合集汇录叶绍袁、沈宜修夫妇及其女叶小

鸾、叶小纨之作，本为家人唱和品鉴、留存忆念的纪念文集。叶小纨出身曲学世家，为沈璟孙妇，其母沈

宜修亦是沈璟从女，母女二人皆具备不俗的戏曲素养。其舅沈君庸称誉叶小纨“独出俊才，补从来闺秀

所未有”⑥，尽显长辈对其剧作的赏识；而叶绍袁将《鸳鸯梦》录入家集，更是饱含对爱女的深切眷恋。叶

绍袁《愁言·序》交代了编纂此集真正目的：“如此，幸览者哀其志，而金石焉，死不朽矣。”⑦“能传”表明它

的价值，能“不朽”则成就其名。时距今日，已历 400多年，叶小纨的剧作《鸳鸯梦》确因刻入《午梦堂集》

而得以流传后世，其父叶绍袁刻书的初愿得以达成。类似的是，清初吴颖见资助徐士俊《雁楼集》出版，

在集尾收录徐氏杂剧《春波影》《络冰丝》两种，他在序中着意讲道“世之能文章之士，无不自爱其文章之

①    顾宸编：《遗爱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年间刻本。

②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4页。

③④⑤ 尤侗：《西堂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册，第3，621，608页。

⑥ 沈君庸：《鸳鸯梦序》，《午梦堂集》，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序刊本。

⑦ 叶绍袁：《愁言序》，《午梦堂集》，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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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故有名满天下”①，点出立言不朽的本质。

汇集文学作品的别集是否编入戏曲作品，还取决于编纂者对戏曲文体的认识。有些文学家在世时

遴选自己创作的各类文字汇聚成集以付剞劂，他们或出于敝帚自珍的意念，或秉持剧曲足以传世的想

法，把戏曲刻入自己的集子，成为自刻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乾嘉时期李斗（1749—1817）在晚年将《奇

酸记》《岁星记》两部戏曲传奇，与《扬州画舫录》《永报堂诗集》《艾塘乐府》一起辑为《永报堂集》刊行。对

于《永报堂集》收入戏曲，好友洪梧在《永报堂集序》中，将李斗的传奇戏曲《岁星记》隐含于经书图典之

间，并以博物嗜学予以通论②，以调和与“穷经术为文章”正统观念的冲突。嘉庆八年（1803），李斗在《岁

星记传奇》卷首的《题辞》进一步道出了将自己的两部传奇刻入《永报堂集》的原因，是二剧“无一处提纲

过脉不从经营意匠而成，无一出琢句炼字不从刻骨镂心而出”，故而以之“并传不朽”③。

剧作家逝世后，其别集的编纂者都或多或少面对戏曲入集的舆论压力，故家庭核心成员的态度和立

场极为重要。明代遗民叶承宗（1602—1648），在家族中享有较高威望，其身故后，由其弟叶承祧、子叶青

箱、侄叶青藜共同辑校文集《泺函》，尽数收录其各类文章，全集末卷（卷 10）为乐府、杂剧（实际仅刻入杂

剧 4种）。又如康熙间海宁文士张韬（字权六），“偶阅青藤遗集，仿彼《四声》”④，成《续四声猿》。张韬去

世后，家人刊刻其文集《大云楼集》，将《续四声猿》4种曲一并收录。作为《大云楼集》的编纂人，其弟张

敷对哥哥治曲持认同的态度，坚定地将兄长戏曲收入别集。无独有偶，乾隆年间钱维乔曾作《乞食图》

《鹦鹉媒》传奇 2种，1806年钱维乔辞世，其兄维城（乾隆十年乙丑科状元）为《竹初乐府》第二种《鹦鹉媒》

作序时指出，钱维乔曾偕“所著《碧落缘》《鹦鹉媒》传奇二种示予”⑤。依托兄长的支持，钱氏子侄在编刊

其诗文集《钱竹初集》时，将戏曲一并刻入。

若曲家在家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后世子孙出于崇敬之情，将先人的每一篇作品视为珍本、精品，戏

曲自然也会被刻入诗文集。明代谏臣杨继盛，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却遭诬陷

下狱，两年后死于狱中，清顺治间文人丁耀亢为表彰其事迹而撰《表忠记传奇》。同治十一年（1872），任

湖北道员的丁守存（丁耀亢七代侄孙）据顺治刻本《杨忠愍公全集》重刻，并将《表忠记》附刻于内，以表彰

杨继盛以身除奸的光辉事迹。又如崇祯进士黄周星（1611—1680）于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绝食而亡，

八年后其子将他的遗世文字辑为《夏为堂别集》出版，在卷末“辞余”收有《试官述怀》《惜花报》两部杂剧。

黄周星忠义殉国的高洁品性，很大程度消解了世人对其流连戏曲的微词，故而两部杂剧顺理成章地

入集。

在戏曲史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戏曲入别集的情况，是文人专为接驾而作的迎銮承应戏。尽管这

些作品在艺术上乏善可陈，但由于曾特供皇帝御览，将之收入集子中，足以自荣而传世。乾隆年间厉鹗

自编文集《樊榭山房全集》，有意收入自撰戏曲《群仙祝寿》《百灵效瑞》。对于这两部承应戏，厉鹗在《全

集》第九册“轶事”中叙述原委：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皇上南巡，“偕吴城撰迎銮新曲进呈”⑥。全祖望

亦在文集序言中称，此二种迎銮新曲“非世俗之乐府所可语”⑦，意指它们格调高雅华贵。颇有意味的是，

①    吴颖见：《雁楼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209页。

②    洪梧：《永报堂集序》，《永报堂集》卷首，嘉庆九年（1804）家刻本。

③    李斗：《岁星记传奇》卷首《题辞》，《永报堂集》，嘉庆九年（1804）家刻本。

④    张韬：《霜花啸·题辞》，《大云楼集》第3册，康熙年间刻本。

⑤    钱维城：《鹦鹉媒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6册，第348页。

⑥    厉鹗：《樊榭山房全集》第10册“轶事”，光绪年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

⑦    全祖望：《迎銮新曲全序》，厉鹗：《樊榭山房全集》第9册，光绪年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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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刻本《樊榭山房全集》未刊这两种承应戏（也有可能是有刊而脱落），直至光绪年间，后学汪曾唯在藏

书家丁丙（1832—1899）协助下，将二剧“附刻于集外诗词之后”①。类似的情况还有，康熙四十四年

（1705）沈玉亮、吴陈琰合编应制诗集《凤池集》，末附张潮杂剧《南北双调·凯旋曲》②。对此，《四库全书总

目》卷 194评价道：“末附杂剧一折，则自古所无之创例也。”③沈、吴二人之所以将杂剧《凯旋曲》编入《凤

池集》，也是基于此剧为歌颂皇帝文治武功的承应之作。

别集是文人一生所撰文字的汇聚，亦是其文学生命和人生体验的总结。很多时候，刊印个人的别集

成为文人的终极愿景。将戏曲编入别集，既是对文学作品的珍视，亦是对作者的尊重，反映出编者以戏

曲传世不朽的正面心态。

三、戏曲“存目而未刻”现象及成因 
如果说文人出于传世不朽的心理而将戏曲编入别集，是较为常见的情态；那么编刻过程中多方权衡

下的犹疑、妥协与反复，则构成更为特殊的刊刻现象与文学史图景，映照出编集者的隐微心态，更值得

探讨。

为达成这一研究目标，笔者翻阅了大量明清文人别集，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存目而未刻”，即

卷首总目上列有作者所撰戏曲的名目，但实际存世的版本却未见这些戏曲文本。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有

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限于出版资金或其他条件，相当数量的作品未能结集出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如明清之际的陆舜（1614—1692）自编《双虹堂文集》总目，其中列传奇 7种。清初文人夏荃“顾欲求刻本

全集，不可得”④，后来从友人那里得到残本，才知全集未刻竣。自然，陆舜所撰 7种传奇，皆散佚而未付

梓，今仅从焦循《剧说》知其中 2种之名（《一帆记》《双鸳记》）⑤。二是戏曲多附于诗文集之尾，它们与诗

文集之间形成“可合亦可分”的特殊状态，很多时候脱离别集而自成一书，只在别集目录上留下剧目的痕

迹。清代出现大量的戏曲别集，不少就是从全集中脱落出来的。三是人为因素导致“存目而未刻”，而这

正是本节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文人别集初刻本中的戏曲作品存目而实未刻的情况，若非有相关文献的记载，已难以揣测

汇编者的初衷，但后人在重修时的补述为蠡测初刻本“存目未刻”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无锡人嵇永

仁（1627—1676）撰有《扬州梦》《珊瑚鞭》《双报应》传奇和《续离骚》杂剧，康熙五十七年（1718）其子嵇曾

筠在编《抱犊山房集》时就未收这些戏曲作品，仅在目录中留有“填词三种：续离骚，双报应，扬州梦，另

刻”的说明文字。至于原刻本为何没有收入嵇氏的 3种戏曲，已难揣测。但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年间，其

家人重刊全集，将《扬州梦》《双报应》《续离骚》3种戏曲共 6卷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与诗文合编为 12卷。

嵇永仁因未追随耿精忠反清，而被耿氏囚禁三年，《续离骚》即为狱中所作。史载其“至是悲思愤郁作《续

离骚》《双报应》词，皆极淋漓沉痛”⑥，鲜明塑造出作者矢志不渝、誓死不叛的忠义形象。嵇永仁的忠义事

①    汪曾唯：《迎銮新曲跋》，厉鹗：《樊榭山房全集》第9册，光绪年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

②    沈玉亮、吴陈琰编：《凤池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85—587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73页。

④    夏荃：《退庵笔记》卷1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

⑤    焦循：《剧说》卷4，《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170页。

⑥    汪份：《清义士赠国子助教嵇先生传》，《抱犊山房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5册，第49页。

83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3 期

迹被家族奉为后世教化的道德范本，而承载先祖精神气节的戏曲作品，或是后世子孙重编全集时收入其

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正统观念影响下，别集的编纂者在收入戏曲以完整保存先辈“文字”的同时，对于是否会带来负面

影响往往会反复考量，继而作出恰当的取舍。明末清初江西文人邱维屏曾创作杂剧《黄池三段梦》，其子

邱成和于康熙年间为父编刻《邱邦士文集》时，在最后一卷（即第 18卷）拟收杂剧作品，卷首总目的小字

注“杂剧，俟刻”即可证明。然而，实际情况是“俟刻”而未刻，道光十七年（1837）邱氏六世孙邱潾重刻是

集时，对此特意作了说明：“原刻虚存十八卷之名，以俟搜罗，今止补入此篇。”①此例说明，后裔刊刻先人

别集并收录其戏曲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祖先崇拜与正统文体观念相互博弈、调和妥协的结果。

毋庸置疑，戏曲能否入编别集，编纂者皆各有考量，取舍之间自有不同权衡与思虑。临川傅占衡

（1608—1660）在明亡后隐居山中，以词曲自娱，创作戏曲多种，皆未入《湘帆堂集》。同邑友人陈孝逸《叙

湘帆堂集目录》道出了傅占衡的真实想法：“他如《董糟丘杂剧》《崇明寺塔曲》俱有义趣，并不附本集。文

长之附《四声猿》、玉茗之附《四梦》非古法，吾不敢效也。”②在他们看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商维濬编刻

《徐文长三集》、崇祯九年（1636）沈际飞汇刻《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将徐、汤二人的戏曲附刻集末，打破

了戏曲不入文人别集的“古法”。此“古法”某种意义上传达出正统观念对文人参与戏曲创作活动的价值

判断：文人流连戏曲是“不务正业”。如乾隆年间，黄图珌在刻印自己别集《看山阁全集》时，因担心“为世

所薄”③，故未收《雷峰塔》《栖云石》两部传奇。晚清的曲家凌廷堪也曾想将自己创作的戏曲编入文集，但

恃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他朋辈，多以小道薄之”④，只得作罢。可见，社会舆论与世俗心理形成的外部

压力，深刻影响着曲家的文体认知与创作观念产生。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文化观念影响下，文人对待自身戏曲创作实践，往往与其对戏曲作品的价值判

断形成背离，“悔其少作”“以志己过”之类的话，时时见诸曲家的笔端。当然，是否真悔，或可再商，但不

妨将这类表达视为对外部文化观念的一种回应。明末清初陈子升（1614—1692）创作传奇数种，其编纂

诗文集的时候，曾考虑将它们附刻于全集之尾，“附缀卷末，见善戏谑者之不失为有斐君子也”⑤。可实际

上，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卷末仅见散曲，而未刻剧曲。笔者认为，个中原因与陈子升晚年自悔之意不

无关系，他曾说：“予弱冠时嗜声歌，作传奇数种……亦以志吾过也。”他还赋诗一首以纪其过：“游戏当年

拜老郎，水磨清曲厌排场。而今总付东流去，剩取潮音满忏堂。”⑥持有陈子升类似念头的曲家还不少，如

清乾隆年间邹山创作戏曲 4种，而家刻文集《乐余园百一偶存集》并没有将戏曲作品《双星图》收入其中，

因为邹山认为它们非“庙堂之大器”⑦。可见，戏曲为“余技”“剩技”的传统观念在邹山的头脑中仍留下深

刻的印记。

综上，文人别集中戏曲“存目未刻”的编刻方式和存在形态，从表面看是编纂者向主流话语体系的让

步，实际上则透露出编纂者在收与不收戏曲问题上的纠结与游移心理，体现了编纂者在戏曲传世初衷与

现实操作、个人偏好与社会舆论之间的两难选择。

①    邱潾：《邱邦士文集跋》，《邱邦士文集》卷18，光绪元年（1875）周郁文重刻本。

②    傅占衡：《湘帆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30页。

③    黄图珌：《看山阁集》，《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第17册，第642页。

④    凌廷堪：《梅边吹笛谱序》，《校礼堂文集》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2页。

⑤    黄河澂：《中洲草堂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册，第9页。

⑥    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卷2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册，第132页。

⑦    邹山：《乐余园百一偶存集》“发凡”，《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9册，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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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戏曲“难入”别集的外部因素 
文人面对戏曲入别集所产生的犹疑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受主流文学思想影响，而戏曲文体的地位判

别和体式定位，皆会左右编纂者最终的收录取舍。因此，考量主流士人阶层对戏曲文体的认知立场，是

探寻戏曲入别集文人取舍背后意涵的关键所在。

明清两代，戏曲的文体地位经历了循序渐进的抬升过程。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

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①，彼时宫廷及上流社会的宴集演剧多以北曲杂剧为主，出于文人雅

士之手的南曲戏文少之又少。直至正德、嘉靖年间，风气始变，江南老生员纷纷参与南曲戏文创作，时人

刘良臣（1482—1551）谓“正德以来，南词盛行，遍及边塞”②。延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李开先、顾大典、

沈璟、汤显祖、陈与郊等一众进士出身的文人投身传奇创作，极大提升了明传奇的文体地位，也在全社会

掀起编撰传奇的风潮。与此同时，戏曲世俗消费也呈现出蓬勃的状态，不仅剧本曲籍的刊刻形成南京、

苏州、杭州、湖州、徽州、建阳等多个中心，培养了大批曲本读者，而且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纷纷建造园林、

置办家乐戏班，很大程度促进了戏曲创作的兴盛。此外，戏曲文献整理、戏曲理论批评、剧种演出的繁

荣，都推动杂剧、传奇进入传统的各式文体大家庭中争取一席之地。

尽管明清戏曲活动极为繁盛，但戏曲文体想要获得官学体系和主流社会的认同，取得与诗文对等的

文体地位仍困难重重，这与彼时传统文学观念对戏曲所持有的固有偏见不无关系。中国古代文体素来

存有尊卑高下之分，历代官私书目对典籍的归类、排序与著录方式，无不彰显此类文体认知。目录学范

畴的集部是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集合体，其收录书籍的情况是文学观念和文体分类意识的显现形态。

明清官私书目大多将戏曲归入史部或子部，集部不收戏曲几成惯例，仅有少数私人书目在集部之末著录

戏曲。如明人祁承 《澹生堂藏书目》于集部“余集类”下设“艳诗”类目著录曲作；清人黄虞稷《千顷堂

书目》则在集部“词曲类”后附录剧曲。此类特例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书目编纂者自身顾曲娱曲，而且家

藏戏曲极为丰富，纯粹出于个人喜好，较少受到外部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③。官修的《四库全书》则大异

其趣，其“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④的基本指向，强化了集部不收戏曲的

传统，故而才会出现四库馆臣翁方纲在著录《西厢记》时“词曲之书，毋庸存目”⑤的处理。在官学思想主

导下，《四库全书总目》虽将一些著名曲家的文集列为存目，但只字不提及他们的戏剧才能与创作信息，

这种讳莫如深的做法无疑隐藏着体现官学本质的四库体系的思想策略，堪为无言之言的经典范例⑥。传

统文体观念对戏曲的偏见，实是这种“官学本质”四库体系的思想策略之外在表征。

偏见是历史的层累沉积，几乎伴随戏曲的降生一路而来，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戏曲在“尊体”的同时

亦与文体矮化观念作抗争。具体而言，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文体累降说。明清不少文人持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⑦的文体演进观念，然而，

也有人以文体尊卑累降的观念来衡判戏曲文体的位次，如黄周星《制曲枝语》说：“诗降而词，词降而曲，

①    何良俊：《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6页。

②    刘良臣：《西郊野唱引》，《刘凤川遗书》第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32a页。

③    陈志勇：《“四部法”视野下戏曲书归类的分歧及其逻辑涵蕴——以明清公私综合书目、书志为中心的考察》，《暨

南学报》2025年第2期。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8，第1807页。

⑤    翁方纲纂，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第1167页。

⑥    何宗美：《四库体系中的曲学思想辨证》，《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

⑦    顾彩：《清涛词序》，《清涛词》卷首，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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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愈趋愈下。”①徐梦元《惺斋五种曲·总序》亦有“似曲之道，屡变愈下”②之类似观点。他们的论断都有

一个核心词汇“降”，认为诗词曲的嬗递是一种由尊降卑、由高渐下的过程。受此观念影响，戏曲文体地

位愈变愈卑，遂出现“搢绅学士，屏之弗谈，而一二乡曲唇吻之徒，又率意为之，曲之为道，遂以日晦”③的

局面。世人或将戏曲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即便勉强将其划入文学范畴，也将其置于各类文体的末流。

其次是戏曲“小技”“剩技”论。明清正统文人视戏曲为“小技”，将之看作文章之外的“余技”“剩技”，

叶凤毛谓“多文才艺之士，用之不尽，则溢为小说词曲”④，黄叔琳《芝龛记·序》则说词曲乐府是“文章末艺

也”⑤。不仅如此，戏曲“供酒间谑浪”的功能，彰显戏曲为俳优粉墨登场之具的性质，揭示出戏曲不被人

看重、视为“小技”的另类隐因。可见，正统文人拈出“技艺”的成分，弱化“文章”的色彩，戏曲自然受到贬

低。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在编纂之初就给词曲定调：“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

贵。”⑥既然戏曲居于“文章、技艺之间”，尚不能算作纯粹之文章，故而集部不收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

此，姚华总结道：“曲之于文，横被摈斥，至格于正轨之外，不得与诗词同科。”⑦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亦

点明：“戏曲则史志完全不收，要之皆不承认为文学，故未尝厕入集部焉。”⑧

再次是文人治曲的负面评价。明清时期戏曲已然融入大众日常文娱生活，但正统观念认为必须要

保持底线：士大夫可以蓄养家乐，但毋去粉墨登场。廖燕说：“文人唱曲，岂效优人伎俩？”⑨这样的“底线”

本质上是既要消费戏曲，也要与伶人贱业保持相对的距离。身处如此社会氛围，一些保守的文人甚至不

与曲家相往来。如明嘉靖年间山东章丘人袭勗，三十岁才补诸生，当时邑中李开先、袁崇冕“方尚金元词

曲”，但勗认为李、袁创作戏曲“谓伤雅道”⑩，遂不与交往。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也从侧面窥见正统观

念对文人填词顾曲的行为限制。古时伶人社会地位低微，且戏文以戏谑之词供人笑乐，或认为文士不能

自降身份为伶人创作脚本，如《孟子塞五种曲序》即谓“学士大夫遂有讳曲而不道者。且其为辞也，可演

之台上，不可置之案头”􀃊􀁉􀁓。可想而知，当曲作一旦与伶人台上演出联系起来，其文章的地位几乎荡然无

存，而沦为“供酒间谑浪之具”。

在正统文人眼中，治曲并非诗文余兴之所至，而是有玷德声的负面行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

载，明初大学士邱濬由于创作《五伦全备记》，同僚王端毅批评他“理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个中原因

正在于“昔人以填词为俳优之文，不复经意”􀃊􀁉􀁕。一旦“经意”于此，即受人诟病。如王九思好为词曲，便有

人规劝说：“闻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经世文章？”􀃊􀁉􀁖王骥德也遭遇过类似的情景，

①    黄周星：《制曲枝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7册，第119页。

②    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097页。

③    沤公：《秋梦后跋》，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9册，第4160页。

④    叶凤毛：《颐情阁五种曲序》，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6册，第2621页。

⑤    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5册，第2371页。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8，第1807页。

⑦    姚华：《曲海一勺》，舒芜等编选：《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85页。

⑧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36—337页。

⑨    廖燕：《诉琵琶》，郑振铎编：《清人杂剧二集》，1934年影印本。

⑩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5—336页。

􀃊􀁉􀁓    祁彪佳：《孟子塞五种曲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745页。

􀃊􀁉􀁔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第641页。

􀃊􀁉􀁕    罗聘：《论文一则》，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50页。

􀃊􀁉􀁖    王骥德：《曲律》卷4，《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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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人质问他：“子言诚辩，抑为道殊卑，如壮夫羞称，小技可唾何？”①除了王九思、王骥德，也有朋友质问

汤显祖：“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

所笑？”②凡此，皆反映出在一部分文人的观念中，娱曲与撰剧是不同的行为方式：前者是获得精神享受，

可以理解；而后者则是躬身“剩技”之间，自甘堕落。若是再把这些作品收入正式的文集中，则更不可

思议。

事实上，真正将戏曲视为不朽之“言”的文学家，大多深谙曲体价值、心怀推崇之意，汤显祖便是其中

代表。汤显祖曾描绘自己最终选择“小词”以载“道”的文学实践进路：“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

而学诗赋。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③在文体的择选过程中，他删汰诗赋而选择“小词”。他又认为“词家

四种……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④。汤显祖去世一年后的上元日，三子汤开远转述其父生前的话：“吾欲

以无可传者传。”⑤此话所说的“无可传者”即“临川四梦”，表明汤氏对戏曲文体的看重，最终借助戏曲来

实现人生立言不朽之梦。即便汤显祖因“临川四梦”获得了极高赞誉，“二百年来，一人而已”⑥，但在他内

心深处，戏曲“等而下之”的文学观念根深蒂固，让他始终感觉到“剧作家”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与文人

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相去甚远，精神深处总有“去词人化”的身份焦虑⑦。汤显祖离世之后，其子汤开远甚

至“取义仍续成《紫箫》残本及词曲未行者，悉焚弃之”⑧。天启元年（1621）韩敬编刻《玉茗堂全集》，便未

收录“临川四梦”，正是此种观念影响下的直接结果。

受明清正统戏曲观念的长期浸染，多数曲家在编订文集、筹划刊刻曲作之时，无不心存迟疑顾虑。

即便决意收录，也常常隐匿本名、只用别号署名。徐渭《四声猿》的早期刊本未署作者或署“天池生”⑨，直

至《徐文长三集》收录该剧才署“明越郡天池山人徐渭戏编”⑩，始用本名。同样，林章《青虬记》初刻本未

署名，收入《林初文诗文集》才明确为林氏所作。对曲作不署真名的现象，明末清初曲家沈自晋在《南词

新谱》“凡例”中喟叹道：“词家作曲，而每讳之。或曰无名氏，或称别号某以当之。嗟乎，曲则何罪而讳

之？”􀃊􀁉􀁓文人连署名制曲都百般避讳，自然更不愿将曲作编入文集广为流传。这一现象正是传统文体观念

和社会舆论“矮化”戏曲文体，在剧作家身上留下的具象化印记。

结 语

明清之际戏曲入别集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戏曲文体在文人创作体系内的地位升降，也深

刻揭示了文学观念、社会心态与书籍出版实践三者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别集作为承载文人著述的核心文献形态，其编纂体例与内容取舍，本身便是一种带有明确倾向的文

化选择。戏曲能否入集，体现了家刻、坊刻等不同刊刻形态在文体收录上的弹性尺度，也体现出编纂出

①    王骥德：《曲律自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50页。

②    陈继儒：《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2册，第819页。

③    汤显祖：《与陆景邺》，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36页。

④    汤显祖：《答李乃始》，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2册，第1411页。

⑤    汤开远：《玉茗堂尺牍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2册，第1706页。

⑥    王骥德：《曲律》卷4，《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165页。

⑦    杜桂萍：《从“临川四梦”到〈临川梦〉——汤显祖与蒋士铨的精神映照和戏曲追求》，《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⑧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汤遂昌显祖”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64页。

⑨    《四声猿》今存两种万历初年刊本，龙峰徐氏刻本未署作者，黄伯符刻本署名“天池生”。

⑩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刊本《徐文长三集》附录《四声猿》卷首。

􀃊􀁉􀁓    沈自晋等编：《南词新谱》卷首“凡例”，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6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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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过程中求全存真与避忌世俗非议之间的取舍平衡。通过分析别集中戏曲的载录方式、位置、序跋、凡

例乃至“存目未刻”现象，可以窥见编刻者对待戏曲时而自信、时而游移的复杂心态。同时，通代考察明

清戏曲入别集的发展脉络，还会发现文人的戏曲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创作实践、传播诉求与社会舆

论压力的相互制衡之下不断调适演变。戏曲逐渐以“附录”或“专卷”的形式，跻身于代表文人一生文学

成就的别集之中。这种收录方式，无论是居于卷末的“附刻”，还是成为全集的独立组成部分，都体现了

编纂者对戏曲文学价值的某种肯定。这既是戏曲文体地位在实际传播层面取得的有限突破，也是文人

创作热情、文体自觉意识与外部主流文化环境彼此调和博弈的结果。

要言之，明清时期戏曲入别集现象，充斥着文人以戏曲传世的文学雄心与现实顾虑、内在情感承载

与外在道德评判的强烈张力。它既是戏曲文体艰难提升自身地位的一个侧影，也展现出明清文人在对

待自撰戏曲“是否传世”“如何传世”问题上的不同做法。故而，深入探讨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明清

文人的戏曲思想及其与外部文化生态、时代文学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

The Inclusion of Drama in Personal Literary Collections and Ming-Qing Literati’s 

Choic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Xiaoci

Chen Zhiyong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engaged in the writing of drama ， 

yet their attitudes toward whether to treat dramatic works as literature and include them in their personal collected 

works （bieji） varied considerably. When such collections were compiled and printed， editors frequently hesitated 

over the question of including drama， and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dramatic works being “listed in the table 

of contents but not printed” in these collections is an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this ambivalence. Beyond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cost of printing， the fundamental obstacles to drama gaining formal entry into collected works 

lay in the orthodox hierarchy of literary genres， the entrenched perception of drama as a minor and peripheral art， 

and the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dramatic composition was held in low critical esteem. Examining the 

particular cultural phenomenon of drama’s inclusion in personal literary collections helps clarify the attitudes of 

Ming-Qing literati toward drama，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ose attitudes and the extern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prevailing literary thought of the period.

Keywords： drama included in bieji；the transmission of dramatic works；literati dramatists；history of literary 

thought and con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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